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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诗史意义

黄 琪

内容提要 初盛唐以来，题为“古意”“拟古”的诗作，部分实为沿袭南朝的声律体。

王绩、骆宾王、陈子昂等开始创作“咏怀”“感遇”类五古，恢复汉魏诗歌传统，建立了

五言“古风”型诗歌的基本体制。张九龄、常建、祖咏、储光羲、贺兰进明等人也进一步

推动五言“古风”创作，李白则作为集大成者对这一诗型做了充分完整的总结，由此形成

开、天诗坛创作五言“古风”的风气。当时五言“古风”的创作是从诗的音响效果这一总

的艺术性出发，对沈宋新体声律加以反思和利用。评价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的诗史意

义，应注意这一诗型对盛唐诗歌风骨内质的建构所起到的推助作用，以及它所承载的当时

诗坛比较一致的追求“建安风骨”的理想。中唐以降作者的古诗趣尚走向多元分化，汉魏

风骨和兴寄不再是诗坛的一致理想，这一诗型也就难以再形成创作风气。

关键词 初盛唐；五言“古风”；沈宋体；盛唐风骨；诗史意义

一 初盛唐以来五言“古风”型
诗歌创作风气的形成

“古意”“拟古”“杂诗”“咏怀”一类“古风”

型五言诗，从题目来看特征鲜明，很有统一性。齐

梁陈隋以来多有《古意》《拟古》，而《咏怀》《感

遇》之题在唐初以后逐渐增加。这类诗作大多集中

于讽兴时俗、寄托相思怨情、感慨志怀寄寓等主

题。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相似的题目和内容下，

诗作的体式不尽相同，既有取法汉魏的五言体，也

有杂以新声的歌行体或律体。严格来说，后一类并

不属于正宗的“古风”型诗，但其整体艺术格调受

初盛唐复古风气的影响，已有别于南朝之绮靡，故

而考察初盛唐“古风”型诗歌的发展时仍然不能忽

视其存在。整体来看，初盛唐诗坛五言“古风”的

创作，由隋末唐初的王绩兆端，张说、骆宾王等接

续，至陈子昂则正式开风气之先，再经张九龄、储

光羲、常建、贺兰进明等人的发展，形成开元、天

宝时期的创作风气，最后由李白加以集大成总结。

初唐以来诗人所作“古风”型诗歌，实有侧重

于效陶或效阮的区别。着意学习陶渊明诗的，如邢

象玉《古意》写呼朋饮酒之趣，着笔于疏淡的田园

唐诗中存在一批以“拟古”“古意”“感遇”“咏

怀”等为题的作品，贾晋华将其统称为“古风”型

诗歌［1］。钱志熙提出“古风”可能是李白首创之

词，体现了他效法汉魏而志在风骚的诗学理想［2］。

这样一类取法汉魏古诗、多为比兴之体，且常以

“古意”“咏怀”“感遇”“古风”等为题的五言诗，

形成了艺术体制相对稳定的“古风”型诗歌。学界

已经注意到这类五言“古风”的艺术价值，但在

阐发其诗歌史意义时仍存在不足。首先，当前对这

一诗型的讨论，侧重于李白《古风》组诗、张九龄

《感遇》组诗及陈子昂《感遇》组诗在创作上的渊

源关系以及复古功绩。但是对“古风”型诗歌在初

盛唐以来如何形成一种创作风气，关注得还不够，

尚未从当时诗坛的整体情况考察这一诗型的发展。

其次，不少学者虽然指出陈子昂、李白等为代表的

五言“古风”组诗创作，存在着杂用律句的不足，

却未能从五言“古风”诗与沈宋新体之间的复杂关

联的角度，进一步解释这一现象的存在。此外，学

界评价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五言“古风”艺术

时，仍然承袭宋元明清学者的思路，偏重于唐诗与

汉魏诗在艺术上的复与变的论题。这样的评价视

角，尚未揭示初盛唐以来“古风”创作的兴起与盛

唐诗歌精神特质的呈现之间的内在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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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象和饮酒的快适，是典型的效陶体。张说《杂诗

四首》其三则在陶渊明《归园田居》等诗的基础上

生发，写自己深感仕宦之累，希望归于自然之乐。

在陈子昂之前，侧重发扬阮籍《咏怀》诗歌艺术的

“古风”型诗，主要是王绩《古意六首》。第一首

以弹琴的幽人自比，抒写世无知音的孤独，与阮籍

《咏怀》组诗的第一首神似。后五首分写绿竹、宝

龟、劲松、桂树、彩凤的命运，寄寓了王绩身处风

云激荡的隋唐之际对自身命运的担忧，可以看出王

绩诗对阮诗兴寄艺术的发扬。

但从唐初诗人至四杰，这种发扬阮诗兴寄精神

的五言“古风”并不多见。当时的“古意”“咏怀”

等多上溯到晋宋，尚未发掘汉魏诗歌传统的整体价

值。如一些五古中篇，主题仍沿袭汉魏诗中常见的

别离、征戍等，但叙事容量增加，取法晋宋古诗，

有俳偶渐开的特点，诗的意脉也逐层递转形成首尾

完整的叙写。如骆宾王《咏怀古意上裴侍郎》上诗

裴行俭请求从军，诗中抒写为国效死的慷慨抱负，

除末尾“若不犯霜雪，虚掷玉京春”而外，几乎

全是对句，开头四句“三十二余罢，鬓是潘安仁。

四十九仍入，年非朱买臣”［3］还用了隔句对。骆

宾王《咏怀》自叙生平不得志，除首尾二句外也是

以对句构成全篇。有的对句如“悲调弦中急，穷愁

醉里宽”［4］，颇能见对仗的用心，但因语言不事藻

彩，没有破坏抒写情志的流畅气势，因而在一定程

度上还是保留了古诗的意味。

陈子昂《感遇》的出现，在初唐诗坛并不是孤

立的现象。在他之前或同时，王绩、乔知之、崔

融、宋之问等也在探索五言古体的写法。但陈子昂

《感遇》明确地以体式的实践来推动诗歌复古，确

实超越了当时的流行风气。南朝唐初以来大部分

题为“古意”或“拟古”的诗，实际上已是空有

“古”名，这种本来应是最具备古诗风格的体例，

已经逐渐隐没于诗歌史中。陈子昂《感遇》组诗可

以说是唐代五言“古风”型诗创作传统的奠基者。

诗中的秋风摇落的兰若、乘化出世的玄真子、浮游

天地的蜻蛉，耽于享乐的穆天子等，皆有所寄。实

际上，经过曹植、阮籍、陶渊明、郭璞等，形成了

文人诗中特重委婉托讽、感发无端的一种创作传

统。陈子昂的诗歌复古理想正是延续这一悠久传统

而来。而具体创作上，他主要延续了阮籍《咏怀》

中天道、世风、个体人生三方面的内容框架，内涵

比较驳杂，并注意突显创作主体的精神意志以及作

品感人心神的情感力量。

张九龄基于五言“古风”型诗抒写情志怀抱

的功能加以淘洗创变。《感遇十二首》［5］为其罢相

被贬前后所作。与诗人当时所处见谗遭贬的心境

有关，诗中着重发展了思索人生道路的主题，在

传统的意象中别出新意。如“兰叶春葳蕤”一首

为例。五言诗中，兰叶意象并不陌生，徐干《室

思诗·其四》［6］以“兰叶凋复零”兴起“自恨志

不遂”之意。到陈子昂的“兰若生春夏”，也沿用

了以芳华凋落写志怀难伸的主题。张九龄不写兰

叶凋零，却转出“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这

一自励节操的新主题。又如其“江南有丹橘”一

首，绍自东汉古诗《橘柚垂华实》，汉诗重在写果

实委于玉盘不能实现价值，张九龄诗则以“自有

岁寒心”［7］的品格自勉。张九龄《杂诗五首》以

弱植无依的孤桐等意象自比，既有独枝难依的隐

忧，又有委顺天地的自遣。张九龄的这一类五古

组诗，突出地抒写了人生境遇的忧患和对直道志

节的坚持。他的“古风”型诗歌是陈子昂到盛唐

诸家的一个桥梁。更多的作家未必对阮籍《咏怀》

和陈子昂《感遇》囊括的宏阔主题有兴趣、有能

力效法，但他们对张九龄诗中所表现的人生的忧

患不平以及出处志节的思索等主题，就有着较为

亲近的共鸣，能够取其特质加以发展，使得盛唐

的“古风”诗神似汉魏古诗，而又结合了诗人自

身境遇与体悟，并非亦步亦趋。

初盛唐以来最能形成创作风气的“古风”型

诗，正是直接以建安诗歌为学习对象，并融合了陶

渊明和阮籍的诗歌特质。至开元、天宝时期，诗坛

已大致形成了创作五言“古风”的风气。卢象、王

维、祖咏等皆有《杂诗》，祖咏、李颀、王昌龄、

崔署等写有《古意》，常建、薛据等作有《古兴》，

高适、储光羲作《效古》，岑参作《感遇》。虽然

这些诗人所作多只是两首、三首的组诗，取汉魏

古诗常见主题的一两种来发挥，但其体例基本是直

接效法汉魏诗，兼学阮籍、陶渊明、鲍照等，保持

了这一类五古的纯正风格。如常建《古兴》［8］取



93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诗史意义

法建安诗及汉乐府，以汉水遇到一位老翁的场景写

起，老翁死后遗骸惨不忍睹，诗人由此叹息“讬

身难凭依，生死焉相知”，并告诫世人：“名与身孰

亲，君子宜固思。”崔署《古意》以绿笋成竹、红

花成子起兴，写闺怨之情。又如储光羲《效古二

首》其一［9］，主题承袭曹操《蒿里行》，先展现战

乱之下骨肉别离、稼穑灭绝的凄凉画面，后抒发诗

人的忧慨。较之曹操诗多用散句，储光羲诗对句

居多，如“大军北集燕，天子西居镐”“稼穑既殄

绝，川泽复枯槁”，形成了两句一意、四句一层的

结构。其偶对之法保留了汉魏晋宋古诗的流畅朴质

的特色，因而并不让人感到有骈俪的意味。贺兰进

明今存《古意二首》，是效法陈子昂《感遇》中常

见的八句体，前一首以指鹿为马的历史典故讽刺人

君不肯受纳忠言。后一首则抒写欲采幽兰而馈赠无

人的伤感怀抱。殷璠《河岳英灵集》中说贺兰进明

“又有古诗八十首，大体符于阮公”［10］，可知天宝

年间贺兰进明的古诗八十首尚流传于世，很可能是

模拟阮籍《咏怀八十二首》的大型组诗。又如穆员

《鲍防碑》记载鲍防：“天宝中，天下尚文……公赋

《感遇》十七章，以古之正法，刺讥时病。”［11］其

诗虽已失传，但可以推知大致也是效法阮籍、陈子

昂五古组诗的体例。李华《杂诗六首》《咏史十一

首》似多涉及对天宝政治社会现实，对开边黩武、

奢靡风气的讽刺。贾至称赞李华的作品“言近而兴

深，语细而讽大” ［12］，大体符合李华这类五古组诗

的创作旨趣。

值得注意的是诗坛也有部分齐梁体或五言律体

的“古意”“杂诗”等。如卢象现存《杂诗》二首，

皆为五言律体。王维五律《杂诗》：“双燕初命子，

五桃新作花。王昌是东舍，宋玉次西家。小小能织

绮，时时出浣纱。亲劳使君问，南陌驻香车。”［13］

暗用西施、罗敷等典故写传统的美人主题。崔国辅

现存的四首《古意》，体式与他的乐府《长信草》

《魏宫词》等一致，明显受齐梁新体影响。如其

《古意》（红荷楚水曲）从红荷的姿容写起，每两句

一层，最后才点明年华蹉跎之怨，不同于汉魏五言

之淳厚，更多运用了齐梁体的细腻纤巧的笔调。只

不过较之梁陈以降诗人的作法，崔国辅力求深婉委

曲的效果，得到时人“深宜讽味” ［14］的评价。这

一种类型体近而意古，实际上体现了声律体对各类

题材内容诗歌的渗透。

李白大力创作五言“古风”型诗时，正处于盛

唐文学复古的风气之下。李白不仅集“古风”型诗

歌之大成，也使这一诗歌型范在唐代达到艺术巅

峰。他作有《古风五十九首》《拟古十二首》《感兴

八首》《感遇四首》《寓言三首》《效古二首》以及

《古意》《杂诗》等，不但数量上远远超过同时诗

人，而且几乎含括了“古风”型诗出现过的各种题

目。李白在诗歌复古道路上有意探索，尤其是在个

性创变方面较时人更为突出。

首先，李白对汉魏晋宋古诗中常见的主题加以

融合并强化。阮籍《咏怀》组诗的主题宏博，至陈

子昂已经淘洗主题，到张九龄进一步将主题集中

到人生境遇和出处志节的思索。储光羲、常建、崔

国辅、祖咏等的“古风”型五古数量有限，题材类

型也是各有所好。李白的创作，不仅再次实现了五

言“古风”集天道大化、时俗世态、人生志意等主

题于一体的复杂样态，而且强化了他自身特别关注

的新的主题。比如历来备受关注的《古风五十九

首·其一》，阐述了他旨归风雅、志在删述的文化

理想。组诗其三十五中“《大雅》思文王，颂声久

崩沦”［15］也体现了李白对雅颂的推崇。这种观念

植根于玄宗朝渐兴的文化复古的风气，即殷璠所

言：“实由主上恶华好朴，去伪从真，使海内词场，

翕然尊古，南风周雅，称阐今日。”［16］已有学者

提出《古风》组诗开篇就是李白复古诗学的总纲

领［17］。将诗人在时代风气下的复古文学志向，这

样正式地写入“古风”型诗中，应该是李白的创

造。这也反映出李白对“古风”创作本身肩负的诗

歌史意义也有更自觉的强化。

同时，在表达“古风”型诗的同类主题时，李

白注意表现手法的变化，使诗作在保留古意的同时

又呈现与汉魏诗不同的艺术特质。比如，一些诗中

句句皆用比兴，兴象密集，层意递深。《拟古十二

首·其九》（生者为过客）［18］主题是汉魏诗中常见

的对荣华难持久的感叹，李白高密度的使用比兴，

以各种事物的对照来反复强化主题。生者与死者、

日与月、扶桑与玉兔、白骨与青松，极力对比，直

接逼出末尾的“浮荣何足珍”的主旨。其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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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仍是学习汉魏古诗以比兴勾连层意，但并不像汉

诗优游从容道来，更有一种紧逼之势。又如李白学

习汉魏古诗中的场景化描述而又避免拘于断片，能

在场景转接中形成首尾完整的故事。《古风五十九

首·其四十》（凤饥不啄粟），先写凤凰不屑与群

鸡争食，鸣于昆山，独宿天地。接着凤凰遇到了仙

人王子晋，结交亲厚，最后凤凰长叹远飞。这样就

比较完整地呈现了凤凰的命运，将其傲岸性格和孤

独远去的伤感充分表现出来。

第三，李白的“古风”诗在语言上有突出的个

人风格，能够拔群而出，体现出他将天才个性与复

古创作相融合的努力。如其造语警奇，但又不伤古

意，不流于尖新。“明月看欲堕，当窗悬清光”［19］

突出了明月的光辉和色泽，似有一种飞坠欲下的

生命跃动。“客似秋叶飞”［20］不仅写出飘摇无依之

感，还有萧瑟肃杀的情调。李白往往还从大处运

笔，运用的词语也是大容量的［21］，配合感时忧生

的主题，大大加强了抒情浓度。“三万六千日，夜

夜当秉烛”［22］把人生百年说成“三万六千日”，强

调人在有生之年的每一天都要拼最大限度去享尽。

“霜被群物秋，风飘大荒寒”［23］“八荒驰惊飚，万

物尽凋落”［24］“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25］等，

概言大荒、万物、天地、万古等，都是大处着眼，

总览苍生百态，造成一种宏阔的风格，加强了“古

风”型诗感怀万端的抒情力度。

至此，唐人五言“古风”型诗歌的体例基本确

立下来，大多是直接效仿汉魏诗歌的语言风格、注

重比兴的五言中短篇。其中陈子昂、张九龄、李

白三家着力于有规模的五言组诗，对于汉魏体制有

自觉的揣摩和体认，三家从不同的方面推进了“古

风”型诗的发展，在初盛唐“古风”型诗创作风

气的形成方面居功至伟。沈德潜论唐代五古时推

举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三家为“唐体中能复古

者”［26］。这个论断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三家一脉

相承的“古风”型组诗的创作实践。此外如祖咏、

常建、储光羲等，基本上都是舍弃了阮籍、陈子昂

作品中的玄思义理的一面，侧重于托言古人古事，

抒写感时伤世之怀，在方法上或受到张九龄的启

示。五言“古风”也成为当时诗坛能够最大程度地

发扬汉魏诗歌传统的诗歌样式之一。

二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与
沈宋声律体的关系

初盛唐以来创作五言“古风”型诗的作者不

少，历来学者的关注点集中在陈子昂、张九龄、李

白三家。宋元学者的评价视角多谈诗的风格、旨

趣。明清以来，随着辨体意识的更加发展，不同诗

体的声律体调问题也受到重视，至清代王士祯、赵

执信《声调谱》还力图系统总结古诗的声调规律。

不少文人批评初盛唐人的五言古体声律不纯，正是

受这种论诗辨体的评价风气影响。在声律体基本

定型后，盛唐五古确实还有多用律句的现象，一些

八句体的五言诗甚至难以明断属古属律，如王维

《齐州送祖三》《终南别业》、孟浩然《江上别流

人》等。孟浩然《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一诗，沈德

潜《说诗晬语》以之为五律，但在《唐诗别裁集》

中又归为五古。王维《终南别业》，高棅《唐诗品

汇》列为五古，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归入五律。

明清人对这些作品的古律归属颇有分歧，只是尚未

至于批判和贬抑。但是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的五

言“古风”，既以恢复汉魏古体的传统为宗尚，却

仍然不能避忌律句，这在明清诗论家看来就是明显

的艺术缺憾。如许学夷说：“自齐梁流至初唐而古、

律混淆，词语绮靡……盖子昂《感遇》虽仅复古，

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

句，平韵者犹忌上尾。”［27］“张九龄五言古，平韵

者多杂用律体。《感遇》十三首体虽近古而辞多不

达。”［28］“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参、元结而

外，多杂用律体……太白仄韵诸篇又多忌鹤膝，他

人不足言矣。”［29］其不满可见一斑。

对于这一现象，当代学者的看法趋于灵活变

通。如王力《汉语诗律学》中说：“若要古风连似

律的句子都没有的，实在很难；就说全篇没有入律

的句子，也绝不是偶然，而是存心造成的。这样

的古风并不多。”［30］目前学界基本也不再对初盛唐

“古风”中杂有律句的现象持有苛评。但值得思考

的是，这一种五言“古风”杂用律体，是否仅是因

为声律体处于强势，导致了复古派诗人无法全然规

避呢？初盛唐以来五言“古风”诗与沈宋新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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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对立还是有更复杂的关联？ 

初盛唐以来诗人写作五言“古风”，在声律上并

非对沈宋新体一味地消极规避。可以说，正是受到

声律风气的影响，诗人对于五言“古风”的音响声

调有了更为积极的思考和探索。永明声律渐兴以后，

诗歌由自然声律走上了人工声律的阶段。在新体声

律体创作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沈约、庾信、宋之问等，

恰同时又善于创作古体。到陈子昂、张九龄、李白、

王维、储光羲、常建等，既是古体创作的复兴者，

也是五律发展的推动者，而且多是律体创作在人生

前期，古体探索在中后期。他们基于新体声律的经

验反思和探索古体诗的声律，也属必然。

在诗歌理论上，陈子昂不仅没有回避声律的要

素，还明确提出了“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

声”［31］的追求。他称赞友人《孤桐篇》可以复追

正始之音，不单是就其内容风格来谈，也包含了

古体音情顿挫的要求。朱熹效陈子昂《感遇》而

作《斋居感兴二十首》，诗序说：“余读陈子昂《感

遇诗》，爱其词旨幽邃，音节豪宕，非当世词人所

及。”［32］朱熹特别注意到“音节豪宕”，是对陈子

昂《感遇》的音律追求的肯定。张九龄的诗学思想

趋于包孕宏通，既追求“修词以达其道，则质文相

半”［33］，也肯定“意得神传，笔精形似”［34］，他

精于律体，也不忽视古体诗的音响效果。李白向来

被认为是薄于声律，但结合其各体创作成就来看，

实际是对声律的自由运用，并不刻意避忌。

从陈子昂、张九龄、李白、王维、储光羲、常

建等典型的五言“古风”来看，明清人批评五古杂

用律句的地方，主要是出现了“仄仄平平仄”和

“平平仄仄平”的句式。如陈子昂《感遇三十八首》

诗共 396 句，“仄仄平平仄”出现了 17 次，“平平仄

仄平”出现 19 次。张九龄《感遇十二首》《杂诗五

首》计 172 句中，“仄仄平平仄”出现了 12 次，“平

平仄仄平”出现 7 次。李白《古风五十九首》《拟古

十二首》《感兴六首》《感遇四首》计 994 句中，“仄

仄平平仄”出现了 21 次，“平平仄仄平”出现 14 次。

储光羲《效古二首》计 28 句，“仄仄平平仄”出现 3
次，“平平仄仄平”出现 1 次。常建《古意三首》计

74 句仅出现“仄仄平平仄”1 次。高适的两首《效

古》计 34 句，“仄仄平平仄”和“平平仄仄平”各

1 次［35］。这类例子与诗的总句数相比只是很小的一

部分。并且诗人基本注意到倘若出现律句则尽量避

开律联，也就是一联之中尽力不出现两句皆合律的

情况。联间如果合于黏对，也会避免出现全篇皆黏

对的情形。这一类五言“古风”诗使用得最为集中

的句式，下三字基本是“平平平”“平仄平”“仄平

仄”“仄仄仄”四类。这四种形式都是正好能避免

本句入律的。王力《汉语诗律学》指出“平平平、

平仄平、仄平仄、仄仄仄”四种形式，无论上面的

两个字是什么声调，都不会变为律句，“因为律句

如系平脚，腹节下字必仄，如系仄脚，腹节下字必

平，这和那四种形式的情形恰是相反的。”［36］“平平

平”“平仄平”“仄平仄”“仄仄仄”在陈子昂《感

遇三十八首》中共计出现 127 次，在张九龄《感遇

十二首》《杂诗五首》中出现 80 次，李白《古风

五十九首》《拟古十二首》《感兴六首》《感遇四首》

中出现 476 次。这四类在五言“古风”的平仄句式

中占据压倒性的数量优势，应当并非偶然。陈子昂

《感遇》、张九龄《感遇》、李白《古风》、储光羲

《效古》、贺兰进明《古意》中，更不乏五字全平、

五字全仄的例子。这些声律特点，虽然并不表明五

言“古风”形成了固定的声律规则，但确实可以反

映当时诗人写作“古风”时的一些音律追求。

实际上，初盛唐以来五言“古风”诗与沈宋声

律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鸿沟。吴乔《围炉诗

话》说：“沈、宋既裁新体，陈子昂崛起，直追阮

公，遂有两体。开元以下，好声律者则师景云、龙

朔，矜气格者则追建安、黄初。”［37］将陈子昂古体

与沈宋新体分为两派，并认为盛唐诗人一派继承陈

子昂创作古体，另一派发扬沈宋新体创作律诗，这

一观点在明清诗论中很有代表性，不少现当代学者

仍以这种思路来勾勒初盛唐以来诗体的发展线索。

但实际上，初盛唐诗坛的古体和律体创作并非分化

为对立的派别。“唐体能得复古者”的陈子昂、张

九龄、李白，其五律成就同样是唐诗史上的重要

存在。方回《瀛奎律髓》中点评陈子昂诗，推陈

子昂为“律诗之祖”，说：“不但《感遇诗》三十八

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38］杜晓

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

察》［39］也指出陈子昂的新体诗声律水平较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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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律《望月怀远》《旅宿淮阳亭口号》《自豫章

南还江上作》等，都是明清唐诗选本的名篇。熊

飞也论及张九龄五律“法度严整，语言清拔，情

致深婉，蕴藉自然”［40］。李白的五律被高棅《唐

诗品汇》列入“正宗”，高棅称：“李翰林气象雄

逸。”［41］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五律卷录李白诗

二十七首，数量仅次于杜甫和王维，并称李白五律

“逸气凌云，天然秀丽”［42］。

至于共同促进五言“古风”诗创作风气的其

他盛唐诗人，也多是同时擅于五律的。高棅称：

“盛唐律句之妙者，李翰林气象雄逸，孟襄阳兴致

清远，王右丞词意雅秀，岑嘉州造语奇峻，高常

侍骨格浑厚。皆开元天宝以来名家，今俱列之正

宗。”［43］对于诸家古、律兼善的现象，清人管世铭

有明确概括：“开、宝诗人工为五言古者，无不工

为五言律，各选所载，殆无一篇不佳。”［44］可见，

创作五言“古风”与写作五律并不矛盾，自沈宋新

体兴起到盛唐五律极度发展的过程中，五古与五律

之间也并未形成森严的壁垒。由陈子昂、张九龄、

李白并及其余盛唐诸家，其“古风”创作侧重于以

汉魏风骨革新齐南朝诗歌的绮靡轻艳，而声律的要

素并不是他们锐意革除的目标。

由此可知，初盛唐以来创作五言“古风”的诗

人，对于沈宋新体的声律要素不是无视，而是从诗

的音响效果这一总的艺术性出发，对声律加以积极

利用。而陈子昂、张九龄、李白、储光羲等本身就

是五古、五律兼善的诗人，他们对于“古风”诗的

声音韵律的追求，尤其能体现古诗韵律与沈宋新体

声律之间的复杂关联。他们的创作正处于唐人五古

和五律皆还在定型成熟的阶段。诸家五言“古风”

诗尽力避免入律，尤其避免律联，并在五言下三字

集中使用“平平平”“平仄平”“仄平仄”“仄仄仄”

四类，拉大与律句的差异。这样一些有共性的作

法，绝非画地为牢、消极避开沈宋新体规律，恰恰

是古体诗对于诗歌走上人工声律阶段这一大势的积

极回应。

沈宋新体的声律规则使诗之韵调达到人工和谐

之美，从陈子昂到李白，“古风”诗的音律追求还

是以自然流畅为主的，故而对于沈宋新体声律也是

以有益的吸收改造为主。到杜甫、韩愈的部分古

体，追求声律奇崛，时以拗险为尚，这就基本是对

沈宋新体声律逆向式的抗变。总之，声律作为诗歌

的重要元素，无论是古体还是律体的创作，都不可

能回避。盛唐诗歌具有“声律风骨始备”［45］的突

出特点。一般的理解是，“声律”指唐诗近体的成

就，“风骨”指唐诗古体的成就。实际上可能并不

是这种简单对应。初盛唐以来，以声律为尚的诗人

并非就将“风骨”闲置，他们也须变革陈隋的绮靡

之风，创作更为清新朗健的律体。同样地，诗人写

作古体并非就不讲“声律”，而是要对古体诗的声

韵音律有所反思摸索。“声律”和“风骨”作为初

盛唐以来诗坛勃兴的艺术追求，应该是有所融合，

而不是各自为阵的。我们由五言“古风”型诗与沈

宋新体声律之间的复杂关联，也可以窥见唐诗的风

骨理想和声律追求二者之间的关联互动。

三 初盛唐五言“古风”型诗歌的
诗史意义

古代学者论及初盛唐以来五言“古风”的诗史

意义，主要是肯定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三家的

复古功绩。如：“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

《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

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

家为最。”［46］与此相应的是，不少学者批评初盛唐

诗人“原本阮公”而模拟太过、难以与阮诗俦匹。

如：“陈正字陶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

断裁，而天韵不及。”［47］“阮嗣宗《咏怀》，其旨

固为渊远，其属辞之妙，去来无端，不可踪迹。

后来如射洪《感遇》，李白《古风》，犹瞻望弗及

矣。”［48］当前学界的讨论大体不出古人的范畴，一

方面肯定诸家“古风”革除前代积习之贡献；另一

方面对古人认为的唐作不及阮诗的看法有所修正，

注意从唐人自身的创作趣味上肯定其异于前代的意

义，如王运熙、吴承学指出：“《感遇诗》其中个别

作品风格与阮籍《咏怀诗》风格的确很相近。但

从整体来看，由于陈子昂和阮籍所处的历史背景、

社会环境不同，个人的思想、生活经历也有差异，

《感遇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比起《咏怀》更为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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阔，对社会批判的锋芒也更为尖锐。”［49］学界的评

价大体是客观公允的。但是这些评价角度主要还是

侧重“古风”艺术的复与变。如何从初盛唐以来

“古风”诗与唐诗精神特质之间的内在关联的角度，

进一步揭示这一诗型的诗史价值，还有待补充。

首先，初盛唐诗歌对齐梁陈隋的革新之功，主

要是体现在风骨、兴寄等唐诗精神特质的显现和确

立。从陈子昂到李白的五言“古风”诗，正是在唐

诗精神内质的构建上面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助作用。

从“古风”型诗歌的发展来看，其体绍承风骚

精神，以汉末《古诗十九首》、曹植《杂诗》、阮

籍《咏怀》、陶渊明《饮酒》等为先源，对唐人的

创作产生直接启发。尤其是阮籍《咏怀》提供的综

合地表达天运大化、古今盛衰以及人生境遇的大型

五言组诗的形式，可以说本身就是一种体例创新，

达到了“古风”型诗的第一个高峰。但这种五古组

诗型范在阮籍之后缺乏有力的继承者。齐梁以后声

律体极大发展，萧衍、萧绎、范云、沈约等的“古

意”之作，实际上是以永明体写就，陈隋以降的一

些题为“古意”的作品，与汉魏古意就更加相去甚

远。初唐以来，部分作者仍然只是取汉魏古诗的某

一主题入诗，体例则采用了齐梁体、声律体等，可

以说是其意“古”而其体“近”。建安文人诗及阮

籍诗中的比兴之义总体来看是遗失了。

陈子昂创作《感遇》历来被认为有“尽削浮靡，

一振古雅” ［50］的诗史转折意义，正是由于这一组

诗实践了他所倡导的恢复建安风骨的理想，这标志

着继四杰之后，唐诗艺术向着“唐诗风骨”这种更

深层的精神内质建构的方向发展。陈子昂效法阮籍

诗，较早地为唐人指出了溯源汉魏的路径，树立了

一种如何恢复兴寄与风骨传统的具体范本，并使这

种“古风”型范从诗歌复古与革新的意义上真正进

入唐人视野。这一创作精神由张九龄继之，开元后

期至天宝诗坛形成创作风尚，再由李白加以总结提

升。诗至盛唐，“言气骨则建安为传”［51］已是显著

风气。五言“古风”型诗从本身的诗学传统及体制

优长上，体现着唐诗风骨的内质。如将这一诗型与

同时其他题材类型的诗作相较，可以发现，初盛唐

以来诗人在“古风”型诗中写作的感激时事、自伤

怀抱等主题，其实在他们的登临、游览、行役、赠

答类诗中也有所表现。如高适从淇上渡黄河归梁宋

时创作的五古《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表现

了诗人沿途所目睹的农夫遭到旱灾和赋税逼迫的苦

况，抒写诗人欲救无门的失意愤懑。王维《偶然作

六首》中行歌南陌的楚国狂夫、躬耕自足的田舍老

翁、笃信圣贤大义而一生穷苦的儒生等形象，也寄

托了诗人在仕宦失意之时的人生思考。又如孟浩然

《晚春卧病寄张八子容》讥刺“世途皆自媚，流俗

寡相知”［52］的世风。这些思想内容与部分“古风”

型诗的立意近似。但这样一些古诗的创作往往有具

体的背景，或处于游览行旅的途中，或居于隐逸环

境，或与亲友别离。这种背景既是诗歌的创作视角

和立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作品主题的展开。

而“古风”型诗不受限于具体创作背景，节令

物候、人生遭际、社会世态、天命古今皆可为表现

的范围。尤其是较成规模的五古组诗形式的“古

风”，往往是诗人经历重要的人生阶段后，对社会

政治有所体验、对人生选择有所反思，因而形成

的一种严肃性创作。陈子昂“感激顿挫，微显阐

幽”［53］而作《感遇》。张九龄见谗遭放、自伤际

遇而作《感遇》《杂诗》。从李白《古风》中所反

映的玄宗朝的社会问题来看，也当是李白已对朝廷

政治有切身认识后所作。这类“古风”型诗，在内

容上突出表达对天地古今、人生进退及人格志节的

积极思考，以及对贤人失志、淳风衰替的愤懑不

平，能够形成内蕴丰富、忧愤深广的艺术境界，从

创作者的主体情志和作品的艺术效果两个方面，有

力地突显盛唐诗歌风骨的内质。

其次，五言“古风”诗的兴盛，可以说是初盛

唐诗歌革新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它既扮演着推

进唐人五古体制、界分古律体调的历史角色，又

承载着一个时代较为统一的崇尚建安风骨的诗歌

理想。中晚唐以降虽不乏写作五言“古风”诗者，

但已经不再构成这样一种具有特殊价值的诗歌史

现象。

初盛唐诗坛“古风”型诗歌的流变发展过程，

实际是这一诗型从虽有“古意”“效古”之题而杂

以绮靡之体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也是其从诗

歌体式和表现手法都恢复汉魏传统的过程。五言

“古风”的创作本身就是初盛唐诗歌复古革新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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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在唐初“新制迭出，古体攸分”［54］的背景下，

五言“古风”作为一种直接承继汉魏古调的诗型，

从唐代五言古、律体式界分的层面有力地推进了唐

人五古体例的建立。同时，五言“古风”的创作兴

盛，又推动着唐诗风骨内质的逐渐显现，为盛唐诗

坛“言气骨则建安为传”的局面的到来，做了不可

或缺的准备。

天宝以后的复古诗家，鲜少像陈子昂、李白这

样专力创作五言“古风”组诗，而是将复古创作的

重心转向五古中长篇、七古、乐府等。这种转变是

与五言“古风”型诗创作上难以持续出新的体制局

限有关的。至盛唐时期，“古风”型诗作为唐人古

体的一种型范已经确立。这一类诗，多为五古，体

例上效法汉魏并兼取阮籍、陶渊明、鲍照等，崇尚

比兴和风骨。这些艺术共性决定了“古风”型诗不

是单纯的题材或体式的指称，而是兼有立意和辨体

两方面的统一性，是一种具有高辨识度的诗型。创

作者基本学习了相似的诗歌传统和表现手法，也强

化了这一创作传统在诗歌史发展中的位置。陈子

昂《感遇》有意效仿阮诗，甚至招致“竟有全似阮

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55］的批评。即使李

白这样极具个性的作者，在创作“古风”型诗时也

多是从语言风格上有限地翻新，并不能像他的乐府

歌行那样纵横驰骤，大变前人之体。李白作为“古

风”型诗的总结者，已经在复古的同时又力图超越

拟古，但仍不免被后世学者指摘其模拟痕迹。这也

体现出“古风”型的写作受限于它业已形成的悠久

传统，始终具有拟古性质。“古风”型诗歌的创作，

既依托于自身的强大传统，同时又面临难以出新的

局限。

杜甫没有再像陈子昂、李白那样创作五古组诗

形式的“古风”。葛晓音指出“杜甫没有继续拟作，

显然意识到沿袭这一传统已经难以创新。”［56］杜甫

在五七言短古以及中长篇五古上用力更勤。同时，

初盛唐以来建立的“古风”型诗的创作体例，虽然

包含了讽兴时事的功能，但其旨归于诗人精神世界

的展开，侧重于情志抒发。盛中唐以降，部分文人

的诗学复古趣尚进一步发展，越发强调诗歌揭露现

实并益于教化的功能。与李白、杜甫同时活跃于诗

坛的，如元结、萧颖士等，复古趣尚已不再瞩目于

汉魏，转而直接模拟诗骚和汉乐府。如元结《二风

诗》拟诗经，《演兴四首》拟楚辞，《系乐府十二首》

拟汉乐府。萧颖士《江有归舟三章》《江有枫一篇

十章》《菊荣一篇五章》，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

十三章》拟诗经。至元稹《乐府古题序》提出“自

《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57］，

白居易大力创作新乐府，乐府体也成为其时复兴风

雅的重点体裁。应该说，“古风”型诗并不以揭露

社会问题为创作的核心，它的感激时事带有强烈的

诗人主观个性色彩，甚至可以借助大量的想象和夸

张，托于神仙浪漫之言。这种“古风”型范，必然

不能满足持有彻底复古主张的文人的追求，他们转

向关注强调美刺和写实的乐府体，并非偶然。

同时也应注意到中晚唐以降，仍有诗人继续创

作五言“古风”，这多是出于诗人个体的趣尚，五

言“古风”不再承载整个时代较为一致的诗学理

想。盛唐以后写作题为“古意”“杂诗”“感遇”等

的诗人代不乏人，除一些零星单篇外，也有韦应物

《拟古诗十二首》、李贺《感讽六首》、贯休《古意

九首》等较成体系的组诗，其表现主题及手法也顺

承盛唐的“古风”型组诗而来，多是各凭趣尚继续

尝试。白居易的一些五言《咏怀》诗，兼有五古、

五律，且吸收陶谢艺术，以闲适平淡的风格为主，

与陈子昂、李白等人的五言“古风”诗相比，已经

发生诗学趣味的转移。韩愈则在《古风》中开拓以

文为诗的路径，以散文化的叙述打破汉魏以来传统

古体诗的节奏。孟郊、贾岛等人的“古意”“古兴”

则刻意趋奇，以幽峭为美，也不再以汉魏古诗传统

为宗尚。到了晚唐杜荀鹤称赞友人：“君诗通大雅，

吟觉古风生。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58］其

所言“古风”，基本上就是代指与律体相对应的古

体，在内容上与儒家诗教观相通，并不专门以兴寄

和风骨为高，故而也与初盛唐典型的五言“古风”

不同。可见效法汉魏古体的五言“古风”型诗之兴

盛，是初盛唐诗歌革新进程中具有历史特定性的一

种现象。那样一种创作风气在中晚唐时期不可复

现。清人朱庭珍论及：“大历以降，风调渐佳，气

格渐损。故昌谷以雄奇胜，元、白以平易胜，温、

李以博丽胜，郊、岛以幽峭胜，虽品格不一，皆能

自成局面，亦皆力求其变者也。”［59］这也表明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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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来诗学审美追求趋于多样化，开、天诗坛那种

比较一致追求汉魏风骨的诗学理想，已经解体。故

而，阮籍、陈子昂、张九龄、李白一脉的五言“古

风”创作，实难再有集中性的、蔚为风气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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